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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元领导的出现为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以302份领导与员工的配对问卷为有效样本，构建了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机制模型。结果表明，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不仅正向调节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调节了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即知识型员工心理安全感越高，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且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也越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作用的“黑箱”，并为企业管理者重视建立双元领导风格、培养员工工作繁荣并提高员工心理安全感以促进员工创新行为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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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provides a new solution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Based on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302 leader-employee matching questionnaires as valid samples, and constructs a mechanism model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influencing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thriving at work.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iving at work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and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Psychological safety not onl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and thriving at work, but also further moderates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on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thriving at work, that is, the higher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afety,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on thriving at work, and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impact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on knowledg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through thriving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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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当今日益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创新对于组织的经营绩效、竞争优势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企业中的创新主体和宝贵财富，员工创新不仅有利于产品技术的改善，还会对组织的持久经营发挥重要作用。与传统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往往在工作中会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创新意愿和更强的创新能力，在组织创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但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有效管理，却成为了组织管理者所面临的难题。近些年来，对双元领导的发掘成为了提高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产出的有力途径。例如，以知识型员工为主的华为公司，仅用不到30年时间就让华为步入了世界500强之列，任正非“灰度管理”的双元领导模式和对知识型员工的有效管理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独树一帜的灰度管理和领导模式也成为了华为经久不衰、日益强大的秘诀[2]。由此可见，领导者要想实现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管理的有效性，必须灵活转变其领导方式使之适合于高素质人才的成长，才能更好的知人善用以提高组织竞争实力。
双元领导的出现为何能激发知识型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首先，出于创新工作竞争激烈、风险较高和环境复杂等现象普遍存在，员工在创新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着现有工作维持和未来创新产出难以同时进行，二者间此消彼长的现象被称之为员工创新的“悖论难题”[3]；其次，对知识型员工的群体特质进行合理分析。与普通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具有知识水平高、自我意识性强、性格灵活多变的特点，他们在工作中不仅看重对物质报酬的获取，还期望领导可以对其适度授权，以助于个人理想的实现[4]。因此，传统一元领导在对知识型员工进行组织管理时，往往难以有效发挥知识型员工所蕴含的全部潜力[5]；最后，当灵活多变的知识型员工面对创新过程中的“悖论难题”时，对立统一的领导风格使得双元领导可以表现出满足组织和员工双重需求的管理行为，从而带领知识型员工化解创新过程中的“悖论难题”，促使其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
国内外研究对双元领导的维度划分，主要基于权力（“授权型—命令型”领导）、认知（“开放型—闭合型”领导）、惯例（“变革型—交易型”领导）和责任分配（“垂直型—共享型”领导）四种视角。出于对中西方文化的现实考虑，何种维度划分最能代表中国情境下双元领导的一体两面？本文分析后认为：第一，集权化思想对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影响深远，员工在组织中的人际交往模式会受到行为人之间地位和权威对比的影响；第二，我国职场中基于权力差异而产生的恩威并施行为会使得组织上下级之间构建起类似于父子一样的工作关系，基于权力视角对双元领导进行划分，能够合理体现“家文化”对中国情境下组织管理的影响，也最能体现出华人管理特色[6]；第三，解决“悖论难题”的关键在于员工如何获取并合理分配现有资源，将双元领导对员工的管理视作为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则会有助于探究组织资源的转化过程和知识型员工的创新产出。因此，本文选取“授权型—命令型”领导作为双元领导的一体两面，并由此展开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以资源为中心的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双元领导能够通过看似相悖但实则统一的双元行为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促进作用。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组织情境资源，双元领导会影响员工在组织中的可用资源存量，而这些资源后续会帮助员工生成一种重要的个体资源——工作繁荣。进一步来说，根据工作繁荣社会嵌入模型，组织环境、领导行为等组织因素都会影响工作繁荣，即影响员工是否会感知到活力和学习两种心理状态。双元领导通过权力下放、监督指导等双元行为为知识型员工的创新工作提供组织资源支持，进而提升其心理的工作繁荣水平。结合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投资原则，高工作繁荣的知识型员工会通过增加创新行为、提升创新能力等主动性投资策略以获取更多的资源支持，最终实现个人的理想价值。此外，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并考虑到知识型员工的群体特质，双元领导行为的有效性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以往有学者证实了心理安全感会影响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有效发挥[7]。因此，本文认为双元领导的管理有效性受制于员工对领导者心理安全感感知的高低。对于情感需求更加旺盛的知识型员工来说，高心理安全感的员工会更加信服且适应于双元领导的双元管理，从而建立起勇气和自信去面对创新工作中的风险，最终使组织获益。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探究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路径关系和边界条件。由此，构建了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模型，最终为组织人才管理作出贡献。

[bookmark: _Hlk150348732]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双元领导与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双元理论是双元领导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有关双元理论的研究，最早是由Ducan[8]在管理学领域提出，本意是想运用相互调和的双元思维来解决企业高速运行与未来业务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需求。随后，Gupta等[9]又把双元思维引入到了对领导力的研究之中，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元领导的概念定义，双元领导由此而生。双元领导是指领导者应具备悖论思维和权变思维平衡对立统一的行为方式，根据情境变化要求实现领导方式间的灵活转换，以发挥相悖元素协同增效作用的领导模式[10]。作为一种领导者在工作实践中长期形成并相对固定的管理模式，双元领导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会对组织及员工产生显著影响[11]。
[bookmark: _Hlk150092150][bookmark: _Hlk150092336]本研究聚焦于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本研究中的知识型员工，特指那些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能灵活使用所学知识和信息技术处理工作问题，并可以对知识进行扩展和再创造的人群[12]。普遍接受过知识教育的他们，双元意识、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都较强，对组织创新的作用尤为重要，是组织竞争实力的最终载体[13]。已有研究发现，“授权型—命令型”领导[10]、“开放型—闭合型”领导[14]、“变革型—交易型”领导[15]等双元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认为作为更具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知识型员工，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同样具有促进作用，具体分析如下：第一，从思维能力上，创新行为作为一种前瞻性行为，要求个体在满足既有工作需求的同时对未来创新活动进行展望，需要员工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和双元能力[16]，这与知识型员工的群体特质和双元领导的行为本质不谋而合。从本质上讲，双元领导所具备的独有特质在于将两种相悖领导行为进行灵活转换并平衡互补的能力。因此，知识型员工在与双元领导的互动过程中有利于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双元能力，帮助自己更好地在现有工作和未来创新之间达成平衡。第二，从领导行为上，双元领导可以通过授权行为给予员工权力，鼓励员工通过挑战现状以跳出思维定势，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促使其产生更多的创新意愿。不仅如此，双元领导还可以通过命令行为为员工的创新活动提供详尽的工作规划和路径保障，并给予及时的工作指导以纠正员工创新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减少过度授权所带来的创新失控和矛盾问题。第三，以往研究表明，创新活动作为一种高风险活动，会对员工的工作与发展带来负面效果[17]，组织要为员工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以消除创新隐患。不同于一元领导，双元领导通过授权和命令双重领导行为，在鼓励员工创新的同时又给予员工方向指引和过程保护，最大程度地保证员工创新活动行驶在安全的轨道之中。受此影响下，知识型员工在实施创新行为时，就会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参加创新工作，而不会由于过度担心而畏首畏尾。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
Spreitzer等[18]把工作繁荣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它包含员工在工作中对活力和学习的直接体验。活力维度代表个体充满活力并倾向于在工作中释放能量的情绪状态[19]。学习维度则代表个体学会并使用知识技能以增强成功信念的工作能力[20]。活力和学习是员工实现自我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工作要素，分别体现了其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的资源需求。作为一种个体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工作繁荣会受到组织情境因素的显著影响[21]。已有学者证明，组织权力、信息开放程度、组织信任和工作氛围等因素会对工作繁荣产生正向影响[22]。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因素，本研究认为双元领导有利于员工工作繁荣水平的提高。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作为组织资源的掌握者和分配者，领导者可以为员工提供组织资源支持进而影响员工现有的可用资源存量[23]。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双元领导作为相悖领导风格的整合者，对工作繁荣的活力和学习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授权行为本身就带有社交情感属性，会通过情绪带动、氛围感染等方式提高个体的资源存量[24]。双元领导通过授权行为将组织权力下放，鼓励员工对现状提出挑战，强化了员工的创新信心。在此带动下，员工会感受到领导的重视，进而使自身进入到充满动力和兴奋的状态，满足工作繁荣中活力维度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授权行为本身就被视为一种组织交往中的信任和逢迎策略[25]，特别是对于胜负欲普遍较强的知识型员工来说，他们会从中感受到领导对自身的重视、鼓励等意味，从而获取更强的工作动力和创新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命令行为的威严属性，双元领导会通过对自身的高要求和强示范为员工树立工作榜样，带领他们建立正确的工作方式和创新路径，这就需要员工摒弃掉原有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26]。因此，双元领导的命令行为会提高员工主动学习的能力，促使其思维方式向深层次改变，符合工作繁荣中学习维度的基本要求。此外，由于知识型员工进取心较强的性格特点，命令型领导会通过对工作目标和薪资奖酬的不断强调，强化其对工作特征的感知，激发他们对工作意义的现实性思考，鞭策其不断谋求更高的职位待遇[27]，这同样构成了其独有的个体资源，提高了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的工作繁荣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繁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资源投资原则，个体会对自身已有的资源进行再投资，以期收获到更多的组织资源[28]。因此，本研究认为工作繁荣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组织资源会促进员工创新以使得其进行资源再投资，最终谋求更多的组织资源。已有学者证实，工作繁荣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会有助于员工的社会化进程和职业发展[29]。相较于普通员工，知识型员工更加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工作繁荣意味着他们对自身成长和工作成功的感知，反映了知识型员工的发展属性，不断激励着个人学习和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此外，工作繁荣的活力和学习维度本身就被视为员工创新行为在工作中的重要催化剂[21]，活力激发了创造力，而学习带来了创造力。一个具有高度活力的员工会更有动机且富有激情的面对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挑战，并且能够积极地向他人寻求帮助；而热爱学习的员工则通过对知识和技能的不断积累看到了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他们会主动尝试新事物并不断打破现状，以此促进创新行为的产出。已有研究也表明，工作繁荣会正向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3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延伸出了心理安全感，并随当今组织竞争的加剧和员工需求的增多而广受关注。Edmondson等[31]提出心理安全感是指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出风险行为的同时，对自身形象、地位等因素受到公平感知的评价。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认知，以往的研究重点突出了心理安全感是领导者影响员工工作表现的重要手段[32-34]。而本文则关注到了作为调节作用的心理安全感，刻画知识型员工感知到心理安全时，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变化。对于知识型员工来说，他们花费在知识教育的时间较长，普遍缺乏一定的社会历练和挫折教育[4]。在面对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时，知识型员工对安全氛围的感知会影响其在组织中的工作表现[35]。
因此，本研究认为验证心理安全感在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间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领导资源转化的理解。首先，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对人际关系的三种分层形式表明了人同时具有生物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社会人的属性则强调了人们对情感的需要并赋予了审视自身和他人关系的能力[36]。作为组织中的新兴群体，知识型员工更加重视在工作中寻找到个人意义和情感归属，自身与领导关系的配合程度会决定该种领导对其发展的有益程度[37]。这就表明并非所有员工都可以从双元领导中获益，必须考虑个体情感因素在领导资源转化过程中的影响；其次，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当个体融入组织群体时，会根据与自身关系的亲疏划分对他人行为的认同标准，这会直接影响领导者管理手段的实际推行和效果发挥[38]。双元领导从本质上来说仍属于一种特定的管理手段，管理效果的强弱会受到领导者与员工之间交往程度的影响，这就需要员工对领导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和安全感；最后，Carmeli等[39]的研究表明，心理安全感能够更好地帮助员工识别出自身所缺少的组织资源，这也为研究心理安全感在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间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直接依据。
综上，本研究认为员工对领导者的心理安全感会通过影响知识型员工对双元领导的互动能力和对领导者双元领导风格的信任程度，从而调节双元领导与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相较于低心理安全感而言，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会更认可双元领导灵活多变的管理风格，也更善于和双元领导进行互动，这有助于减少员工顾虑，从而获取到更多的组织资源。具体来说，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出于对上级的信任，能够体会到领导者的双元行为只是一种带领组织发展的管理手段，因此能够轻松识别出领导者双元行为中有益的组织资源，进而体会到更多的工作活力和学习状态。反之，低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由于对外界的担忧和抵触情绪，他们对双元领导的管理认知往往容易产生偏差，无法体会到领导者恩威并施行为的平衡之处，迷失在领导者双元风格灵活转换的行为之中，难以从双元领导中得到益处。另一方面，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善于根据组织情境变化而调整自身行为以符合领导需要，从而得到组织支持[40]。具体到领导—员工互动情境中，领导者在施展双元行为时也希望得到员工的积极回应。即便是在过度授权或过度命令的情境下，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更善于对领导行为产生回应，这有助于加强领导对其的信赖，从而促进两者间更有活力的互动。相反，低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很难对领导互动做出迎合行为，甚至做出某些不恰当的回应而导致上下级之间的尴尬状态，故难以利用领导者双元行为发展出更多的个体资源，不利于自身工作繁荣水平的提高。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4：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当知识型员工心理安全感较高时，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地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心理安全感能够调节双元领导以提高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繁荣水平，进而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路径。心理安全感会影响知识型员工对双元领导的解读和信任，与低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相比，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更能体会到领导者双元行为的平衡之处，并善于和双元领导进行互动，这有助于他们获取与活力和学习相关的组织资源。在此作用下，组织资源较多的知识型员工会倾向于选择资源再投资策略，即选择做出更多的创新行为。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5：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当知识型员工心理安全感较高时，中介作用更强。
[image: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选择了我国西安、武汉、成都三地共16家企业的员工及其直属领导进行问卷调查，企业类型聚焦于服务业、IT业、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企业在面临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下对员工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的要求更高，与本研究聚焦于探索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触发机制相契合。问卷发放采用现场收集和线上收集两种方式，对有关双元领导、心理安全感和工作繁荣的问卷内容由员工填写，而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评价则由其直属领导填写，以形成“领导-员工”的配对样本。此外，本研究采取分时点收集问卷的方式以进一步减少同源偏差，具体分为三个时点：①时点1，由员工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并评价对领导者双元领导风格和对领导者心理安全感的感知；②一个月后的时点2，由员工评价自身的工作繁荣水平；③两个月后的时点3，由被试员工的直属领导评价其下属的创新行为。本研究共发放配对问卷354份（其中包含直属领导问卷62份，员工问卷354份），筛除作答有误和无效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302份，有效率为85.31%。在员工样本中，男性占比52.26%，女性占比47.74%；年龄方面，20-40岁之间的员工占比最高，为94.91%；学历方面，本科以上学历的占比94.34%；工作年限方面，工作年限5年及以下的占比78.53%；共事年限方面，与当前领导共事年限为5年及以下的占比93.78%。与此同时，为限定调查对象为知识型员工，问卷调查时主要由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员工所填写，其中包括产品研发、芯片制造和数据分析等多部门员工。
3.2 测量工具
研究模型主要包括双元领导、工作繁荣、心理安全感和知识型员工创新4个变量。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除控制变量外，其余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1）双元领导。双元领导强调授权和命令两种领导行为的协同互补，本研究借鉴当前研究普遍使用的交互乘积项以测量双元领导[14]。其中，授权型领导采用Ahearne等[41]编制的量表，共12个题项，比如“我的主管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工作”等。命令型领导采用郑伯勋等[42]编制的量表，共5个题项，比如“工作中大小事情都由主管单独决定”等。以上两种量表均已被罗瑾琏等[43]基于国内组织情境所验证，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9和0.896。
（2）工作繁荣。采用Porath等[44]编制的量表，共10个题项，包括活力和学习2个方面，比如“我对工作有良好的觉察，时刻保持着清醒”、“我能感觉到自己得到了进步”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4。
（3）心理安全感。采用Liang等[45]编制的量表，共5个题项，比如“工作时大家欢迎每个人说出真实想法”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1。
（4）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采用Scott等[46]编制的量表，共6个题项，比如“我能将创新理念运用到工作中去”等。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2。
（5）控制变量。参考罗瑾琏等[10]就领导行为对员工创新的研究，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与领导共事时间5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数据聚合检验
    由于组织层面的变量（双元领导）源自于员工数据的汇聚，因此需要检验该变量数据的聚合合理性。本研究使用ICC（1）、ICC（2）和Rwg均值以进行测量，根据结果显示：双元领导的ICC（1）、ICC（2）和Rwg均值分别为0.432（>0.05）、0.726（>0.5）和0.933（>0.7），满足数据聚合的要求。基于此，员工自评的双元领导可以聚合到组织层面。
4.2 共同方法偏差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选择Harman单因子检验，本研究将37个题项代入主成分分析法后得到了6个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特征值最大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37.322%（低于40%），并未出现多数变异量被第一个公因子所解释的情况，说明同源偏差问题不显著。本研究采用了配对问卷并分三个时点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这也进一步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
此外，本研究利用AMOS21.0对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数如表1所示，五因子模型相较于单因子至四因子模型拟合情况最好（χ2/df=2.417，TLI=0.932，CFI=0.940，PGFI=0.712，RMSEA=0.069，SRMR=0.045），说明研究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达标，研究预设合理。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TLI
	CFI
	PGFI
	RMSEA
	SRMR

	五因子模型
EL,DL,WP,PS,IB
	2.417
	0.932
	0.940
	0.712
	0.069
	0.045

	四因子模型1
EL,DL,WP+PS,IB
	4.366
	0.840
	0.856
	0.653
	0.106
	0.077

	四因子模型2
EL+DL,WP,PS,IB
	5.830
	0.770
	0.794
	0.587
	0.127
	0.084

	三因子模型1
EL+DL+IB,WP,PS
	7.903
	0.671
	0.702
	0.530
	0.151
	0.138

	三因子模型2
EL+DL+WP,PS,IB
	10.045
	0.569
	0.609
	0.471
	0.173
	0.148

	二因子模型
EL+DL+WP,PS+IB
	12.465
	0.454
	0.501
	0.426
	0.195
	0.151

	单因子模型
EL+DL+WP+PS+IB
	14.679
	0.348
	0.403
	0.392
	0.213
	0.163


注：EL表示授权型领导；DL表示命令型领导；WP表示工作繁荣；PS表示心理安全感；IB表示创新行为；+表示将因子合并。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双元领导与心理安全感及工作繁荣呈显著正相关，（r=0.462，p<0.001；r=0.429，p<0.001），与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445，p<0.01）；心理安全感与工作繁荣呈显著正相关（r=0.577，p<0.01）。相关性分析结果为验证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531
	0.500
	—
	
	
	
	
	
	
	

	2.年龄
	1.663
	0.604
	0.175**
	—
	
	
	
	
	
	

	3.学历
	3.182
	0.625
	-0.045
	0.009
	—
	
	
	
	
	

	4.工作年限
	2.030
	0.744
	0.118*
	0.340**
	0.024
	—
	
	
	
	

	5.共事年限
	1.581
	0.662
	0.093
	0.169**
	0.004
	0.613**
	—
	
	
	

	6.双元领导
	9.122
	4.963
	0.086
	0.028
	0.005
	-0.005
	-0.034
	—
	
	

	7.心理安全感
	3.694
	0.989
	0.077
	0.016
	-0.048
	-0.060
	-0.038
	0.462***
	
	

	8.工作繁荣
	3.703
	0.764
	0.052
	0.055
	-0.017
	0.020
	-0.028
	0.429***
	0.577**
	—

	9.创新行为
	3.722
	0.938
	0.073
	0.050
	-0.097
	0.022
	-0.029
	0.445**
	0.452***
	0.434***


注：*p<0.05，**p<0.01，*** p<0.001，下同。
4.4 假设检验
（1）主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HLM软件构建多层次线性模型以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模型3，γ=0.441，P<0.001）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
（2）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基于主效应检验结果，双元领导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模型3，γ=0.441，P<0.001）；其次，检验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由表3可知，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1，γ=0.426，P<0.001），假设H2成立；最后，检验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由表3可知，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工作繁荣后得到模型4，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回归系数降低但仍保持显著（模型4，γ：0.441→0.361，P<0.001），由此可知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得到了初步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本研究继续使用Bootstrap法进一步检验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显示，工作繁荣经由双元领导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中介效应为0.231，95%的置信区间（CI）为[0.0136，0.0582]，不包括0。由此可知，工作繁荣所起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3得到了进一步支持。
表3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109056980]变量
	工作繁荣
	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截距
	3.915***
	3.952***
	4.137***
	4.841***

	个体层面

	性别
	0.007
	-0.017
	0.025
	0.022

	年龄
	0.037
	0.054
	0.027
	0.016

	学历
	-0.020
	0.015
	-0.099
	-0.093

	工作年限
	0.036
	0.036
	0.044
	0.034

	共事年限
	-0.042
	-0.026
	-0.047
	-0.035

	工作繁荣
	
	
	
	0.293***

	心理安全感
	
	0.274***
	
	

	组织层面

	双元领导
	0.426***
	0.204***
	0.441***
	0.361***

	交互项

	双元领导×心理安全感
	
	0.442**
	
	

	2
	0.627
	0.611
	0.519
	0.489

	τ00
	0.027
	0.354
	0.037
	0.032

	△R2
	0.171
	0.108
	0.195
	0.264


（3）调节效应检验
在检验调节效应前，本研究对双元领导和心理安全感进行中心化处理并计算交互乘积项以避免多重共线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建立了以因变量为工作繁荣的层次回归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由模型2可知，双元领导与心理安全感的交互项系数为0.442（P<0.01），说明心理安全感在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4成立。此外，为进一步体现心理安全感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此外， 本研究借鉴Aiken等(1991)的研究做法，取调节变量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以绘制调节效应图[47]。如图2所示，对于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来说，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作用更强。
图2 心理安全感的调节作用
（4）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Bootstrap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对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60（P<0.01，95% CI= [0.0434，0.0756]）；对低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12（P<0.01，95%CI=[0.0035，0.0271]）；高低组间的差值为0.048（P<0.01，95%CI= [0.0136，0.0582]），置信区间不包含0。这意味着当知识型员工心理安全感水平提高时，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效果显著增强。因此，心理安全感对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假设H5成立。
表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工作繁荣

	
	条件间接效应
	误差
	LLCI
	ULCI

	高心理安全感
	0.060**
	0.042
	0.0434
	0.0756

	低心理安全感
	0.012**
	0.024
	0.0035
	0.0271

	高低组差异
	0.048**
	0.037
	0.0136
	0.0582


注：高低组通过心理安全感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进行区分；抽样数5000。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果
作为组织创新的源泉和动力，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产出对组织的发展十分关键。为探寻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触发机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模型。通过对302份配对数据分析后，研究发现：（1）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繁荣在双元领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2）员工对领导的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双元领导和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即当知识型员工具备高心理安全感时，二者间的关系更强。（3）员工对领导的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双元领导通过工作繁荣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
5.2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建立的理论模型补充了有关双元领导和员工创新的学术研究，回应了罗瑾琏等[11]关于拓展双元领导结果变量研究的呼吁。就领导者领导风格对员工创新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对双元领导而言，以往就双元领导对结果变量的研究包含了对组织、团队和个人等不同层面，但主要研究仍集中于工作绩效[6]、领导成员交换[10]、工作态度[14]等有限变量上，研究对象仍需拓展。那么，双元领导是否会诱发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本研究后发现，双元领导与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这是因为，创新行为作为一种前瞻性行为，需要员工具有较高的双元能力以使其在现有工作和未来创新中达成平衡，而知识型员工就具有较高的双元能力。此外，双元领导是相悖领导元素的集合体，其能通过授权和命令双重领导行为，在鼓励员工创新的同时又给予员工方向指引和过程保护，最大程度地保证员工创新活动行驶在安全的轨道之中。因此，知识型员工的群体特质和双元领导的行为本质不谋而合，二者具有极强的正向联结关系。与此同时，本文选用工作繁荣作为中介变量，其学习和活力双重维度也与双元领导风格和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极强联结性，并证实了双元领导可以通过工作繁荣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本文有效解释了双元领导对高素质人才管理的应用价值，拓展了双元领导有效性的影响范围，丰富了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前因变量及作用机理的研究内容。
其次，本研究为双元领导的选择和影响机制补充了新的理论基础。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本研究选择将“授权型—命令型”领导作为双元领导的一体两面，不仅证实了资源保存理论可以将领导权力视为组织资源的前人假设[19]，同时也丰富了对双元领导维度选择的理论研究，为理解组织中双元领导权力资源的流动与转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本文将资源保存理论中的组织资源由物质领域拓展到了领导风格领域，进一步丰富了资源保存理论的应用场景和涵盖范围。此外，对当前文献进行分析，以往研究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10]、社会认知理论[14]、悖论理论[16]、社会学习理论[33]等理论视角进行对双元领导的研究。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资源投资原则，将双元领导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组织情境资源，并验证了它可以通过增强员工可用资源存量（工作繁荣），激励知识型员工采取积极主动的资源投资策略（创新行为），最终达成个体和组织的共同发展。
最后，个体的心理认知是潜在动力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触发条件[31]。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确立了员工对领导的心理安全感作为边界条件如何影响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间接效应的发挥，响应了学术界关于更多地从员工视角来研究领导力的发展号召[48]。本研究证实了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在双元领导的管理下更容易产出创新行为，证实了Mueller等[49]提出的双元领导效能的发挥需要员工对其领导产生心理认可的理论假设。对于低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来说，他们将领导者的双元行为视作为不一致行为，由此可能会对领导产生不信任感，更无法从双元领导中获取到有助于自身发展的组织资源。创新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知识型员工对领导者的心理安全感是影响其创新行为的重要认知机制。知识型员工具有物质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对领导者的心理安全感越高，双元领导对工作繁荣的影响就越强，工作繁荣的中介效应就越显著。就此而论，本研究考虑到了知识型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反映了员工对领导者认知会对其创造性行为有促进作用，延伸并拓展了心理安全感有效性的研究范围。
5.3 管理启示
在组织竞争日益激烈、知识型员工越发重要的今天，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有效管理成为了组织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难题。尽管有学者从组织、团队层面出发强调双元领导有助于组织创新，但从个体层面开展对知识型员工的研究相对较少，不能充分阐述双元领导为知识型员工创新所带来的管理价值。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资源保存理论视角研究员工创新，可以为领导者对知识型员工管理带来新的思路。在管理实践中，尤其是当员工创新难以获取组织资源时，领导者应该重视对双元领导风格的培养，重视双元领导风格对解决员工创新悖论性难题的有效性。具体而言，领导者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自身的悖论思维和双元能力，强化对组织中矛盾元素的理解和转化，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组织中的矛盾现象。第二，双元领导在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应使用授权型行为适度授权，以为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过程增添更多的创新信心和工作活力，保证其在创新工作中的自主裁量权；另一方面也要使用命令型行为积极引导，为知识型员工的创新活动做好路径指引，以身作则带动员工不断学习以提升工作能力，防止创新活动“误入迷途”。与此同时，双元领导应做到双元行为的张弛有度和宽严并济，厘清权力下放的边界，以使得知识型员工在创新工作中体会到更为持久的工作繁荣状态，进而表现出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创新行为。第三，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更容易识别双元领导所提供的组织资源，也更容易理解领导者相悖管理行为的管理目的。因此，领导者应重视对员工心理安全感的培养，提高员工对相悖领导风格的接受程度，积极开展更多座谈会、团建活动等活动为员工打开畅所欲言的渠道，提高员工对领导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此外，领导者应将高心理安全感的知识型员工配置到创新需求更高的岗位上，善于识人、知人善任，使其为组织带来更多的创新价值。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虽然本研究采取了纵向设计分三个时间点收集数据，但研究基于调查时间和成本的考虑，时间跨度较短，未来研究可结合跨情境案例研究或深度纵向数据设计，使得变量之间构建起更为可靠的因果关系以更深入地探讨双元领导对员工创新的作用机理。与此同时，研究样本均来自于我国民营企业，企业性质单一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在其他组织情境中的应用，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不同企业类型（如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等）来考察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在对双元领导的测量上，本研究选择了惯用的“交互乘积项”方法作为衡量双元领导的指标。这种方法虽然表现出了双元行为的协同效应，但却无法反映出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程度，未来仍需要开发出能科学测量双元领导的本土化量表，为双元领导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最后，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构建了双元领导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作用模型，为验证双元领导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边界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本研究也仅是为双元领导的运作“黑箱”提供了一种可能，未来学者仍需不断基于新的理论寻找新的可能，加深对于双元领导领域研究的本土化理解。例如验证上下级关系、儒家思想、家文化等变量的调节作用，深入挖掘中国情境下双元领导的效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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